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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本文從《唐律疏議》卷11〈職制律〉「長吏輒立碑」

（總134條）的規範著手，透過歸納唐代114件「生祠立碑」

的事例，分析有唐一代的生祠立碑活動之時間、地點、職

官、方式的合法性與否，從而建構唐代考課制度執行的面

相。 

本研究以唐代地方官「生祠立碑」史料為基礎，就律令

的規定，進而思考立法者的目的，從散漫不全的事蹟中，發

掘地方群眾的意向，了解地方信息傳達的可能性。本文主要

討論有兩大項：一是析論唐朝中央如何合法化地方「通傳信

息」的過程，亦即從頒佈、申請流程及觀察使核定的生碑法

令，來思考官方治權與社會勢力的互動關係。二是理解中央

政權如何控制官僚個人的規範，以及如何在地方上樹立良吏

的典範，論述唐代法令實踐的情況。 

目前所收集114件唐代地方官建立生碑的事例中，就時

間而言，唐代前期與後期數量並無太大差別。統計各朝皇帝

立碑的數目，可知高宗之後，德政碑的數量日趨增多，玄宗

迄德宗是建碑的高峰期。就地點而言，建碑的活動以北方為

主，集中在兩京和黃河下游至淮水流域的精華區，而魏州更

是特殊的地方；南方多見於襄陽與揚州，是中古以來的重

鎮，值得注目之處是最南方的廣州。就職官而言，州衙的刺

史、郡守及府尹最容易被立碑，其次是縣衙的縣令。晚唐，

節度使樹立德政碑，佔有重要的趨勢。就建碑的方式而言，

合法的事例占六成以上，顯示建碑執行程序與法律效力。但

晚唐邊區的吏人、百姓、僧道經常集體赴闕，為節度使、刺

史申請立碑建祠，這又意謂著地方鎮使勢力的高漲，亦可象

徵考課制度施行的困難度提高。 

事實上，唐代藉由這些地方官「申明法禁」、「崇其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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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」的努力，推行中央法令遍及於轄境。朝廷則透過「奏課

第一」、「考績為最」的官員政績考核制度，樹立「足式天

下長吏」的良吏典範。地方也藉由立碑法規定，宛如中央另

類「耳目」，將官員的施政層層呈報，最後公開在合法「生

祠立碑」的刻石上。 

 

關鍵詞：生祠、立碑、德政碑、遺愛碑、考課、信息 


